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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菊隐是我国著名戏剧家、教育家和翻译

家。他长期关注传统戏曲的发展，同时注意将

戏曲与话剧相结合，致力于实现戏曲现代化、

话剧民族化。作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总导演，

他带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探索出一条具有鲜明民

族特色的戏剧道路，形成了北京人艺演剧学派。

当前焦菊隐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他的导、表演理论

和话剧民族化问题的探索上，对于焦菊隐的文学

创作和戏剧理论的探讨还不够全面，尚待进一步

深入。

笔者在研究焦菊隐的文学创作及导、表演艺

术的过程中，意外地在《世界日报》上发现了

《质问国剧整理委员会》和《展开中国音乐大众

化运动》两篇文章，均未收入《焦菊隐文集》或

其他作品集，亦未见其他研究者在文章中参考、

引用，当为焦菊隐的佚文。这些佚文对理解焦菊

隐的戏剧观及他对艺术的大众化、民族化与世界

化的思考有重要参考价值，现将全文分别整理如

下并做简要说明。

一、质问国剧整理委员会

看见某报增刊上载有女伶陈文绮被国剧整委

会拒绝登记的记载，我发生一个很大的感想，也

可以说是反感。我对于陈文绮其人，毫无一面之

谋，对于国剧整委会王泊生及其他委员，也向无

恶感。不过就事论事，认为国剧整委会这种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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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伶人地位的做法，有些欠妥。如果纪事报所

刊载有关陈文绮的事属真，则该会确有“逼人向

下”的嫌疑。

优倡（应为娼）隶卒，一向为社会所贱视。

这固然由于伶人的不自检点，可是社会的贱视，

社会的玩弄，社会的引诱，也要负大半责任。没

有一个人肯从心理愿意作“贱民”的，有之也都

是为了生计的压迫，不得不尔。我们不可因此把

堕落的罪名，完全放在优倡的身上。我国近二十

年来，政府竭力提倡剧艺，教育界名流，也努力

提高伶人的社会地位，所以大家竞相负起办理戏

剧教育的责任。我们的目的，是要未来的伶人有

高深的知识与高尚的人品，而对于以往出身微贱

伶人则用“感化”和“人抬人高”的作法，使他

们与日上进。

局外人尚且如此，梨园中的人士，自己对于

自己，尤应当如此。不可讳言的，梨园界以往

有多少男伶是相公（像姑）［1］出身，女伶是妓

女、女招待、舞女等类的出身。但，他们或她们

既然肯抛弃以往生活，专以戏剧艺术来谋生，这

就可以证明他们或她们已有向上之心，而且已经

走上“向上”的路子。我们不能因为一个人从前

作过贼，便不准他改过自新，非得逼着他一辈子

永远去当贼不可；政治家如此看法，我们从事社

会教育的人，看法尤其如此。倘若因为陈文绮或

其他许多女伶，以往当过妓女，为吃大烟的人烧

过烟，就断绝她演唱的路子，试问她或她们今后

去干什么？除了再到韩家潭挂牌或者再去烧烟，

岂能再有第二条路子可走？所以，我认为纪事报

的记载果然属实，则国剧整委会衮衮诸公，确是

作了一件最荒谬不通的事。

法律尚且不咎既往，我们从事社会教育的

人，与你们梨园界每日高唱“高台设教”的人，

何独不能予人改过自新努力向上之路？再严格地

说一说，凡事须讲公道，如果一两个女伶以往出

身微贱或行为不检，便弃之于梨园之外，那么，

今日许多男伶（包括名角及国剧整委会委员老爷

本身在内），自己也应检讨检讨自己，难道个个

都绝对比陈文绮的以往清高，难道就没有一个半

个的人，往日也正正和她是一样的吗？那么在相

公堂子里混过的男伶，又为什么不拒之于梨园之

外，反而敬之若神明呢？

国剧整委会若真欲提高伶人地位，矫正伶人

生活，应当从今后做起，对伶人的行为，应当从

今后监督起：规定严厉的办法，凡今后有堕落行

为的伶人，一经检举，便应开除会籍。而且应当

角色不分大小，性别不分男女，才是正理。倘若

像今日这样做法，只算前账，我无以名之，只能

说这是“同类相残，逼人为恶”！

我希望国剧整委会坦白地答复这个问题，宣

布事实的真相，并且表明合理态度。

（原载《世界日报》1946年9月12日第2版）

北平市国剧同业公会是北平梨园界的行业协

会，负责协调、管理本市梨园界的活动。抗日战

争胜利后，按照国民政府行政院社会部发布的

《收复区人民团体调整办法》的要求，收复地区

的人民团体，“除系受敌伪指挥组织成立者应一

律勒令解散外，凡经各地政府党部或军事机关核

准有案者，均应依本办法调整之”。该办法同时

规定：

人民团体之调整办法如左：

甲，有左列情形之一者予以解散：

一，份子多附逆或负责人附逆影响团体行

动者；

［1］旧时俗称少年男伶旦角，出自《清稗类钞·优

伶·像姑》：“都人称雏伶为像姑，实即相公二字，或以

其同於仕宦之称谓，故以像姑二字别之，望文知义，亦颇

近理，而实非本字本音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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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团体久无活动，且其存立之基本要件，

已不具备者；

三，团体活动违反法令，妨害公益，或有破

坏地方安宁秩序情事者。

乙，有左列情形之一者，予以整理：

一，负责人一部份附逆者；

二，团体被压停止活动而组织尚有相当基

础者；

三，组织不健全或内部发生纠纷者。

丙，有左列情形之一者，予以改组：

一，组织法令有变更者；

二，战时成立之团体有依法改组之必要者。

丁，有左列情形之一者，予以改选：

一，组织健全，负责人任期业已届满者；

二，负责人缺额过多无法递补者。［1］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北平市国剧同业公会在

北平社会局的指导下于1946年5月18日成立了整

理委员会［2］，指定的整理委员有尚小云、谭富

英、程砚秋、王瑶卿、叶盛章、李洪春、王泊

生、张君秋等三十一人。据子冈的《记北平国剧

界》记载：“五月十八日在社会局领导下成立国

剧公会整理委员会。委员及常委皆系局长派定，

其中有些名角，梨园界人知道只是一块招牌，他

们素不热心会务；但是局长派定，没有办法。对

于王泊生先生也列名常委来整理他们，他们却不

无反感，好说歹说算是将就了。”［3］北平国剧

整理委员会成立以后，组织比较涣散，始终未到

会、辞职和因外出长期不参会的成员颇多，原定

两个月的整理期限已满而成绩距最初目标尚远，

只得延长期限并重新改组委员会，国剧整理委

员会之行政懈怠、效率低下由此可见一斑。［4］

“明争暗斗，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结果不

过为有识者所取笑，虽然目前表面已显得稍有头

绪似的，实际说来，仍然是乱麻一堆。”［5］在

这种情形下，也无怪乎焦菊隐要质疑国剧整理委

员会了。

陈文绮是民国时期有一定影响力的戏曲演

员，曾为妓女，中途改业入演艺界，出身虽然低

微，但能力出众，其表演受到观众的广泛欢迎。

“坤伶陈文绮，半路出家，本为青楼中人，爱好

平剧拜师而正式下海，交游广阔，每一路演，售

［1］《收复区人民团体调整办法》，载万仁元、方庆秋主编《中华民国史史料长编》第67册，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

第179-180页。

［2］据《光复一年之北平市政》记载，“整理各业同业公会，依照奉颁整理办法，与市商会同时开始整理，迄本年八月

底止，已整理完毕，成立同业公会者，计132单位，会员22，117家，此外尚有十单位，正在整理中。”第3页，1946年印行。

按：在整理完成后，北平国剧公会1946年10月3日宣告成立，由此可见，文章发表时，国剧整理委员会属于尚未整理完成的单

位。北平国剧公会在成立宣言中说：“关于本会内部之整顿，则在此次改选之前对过去为害大众利益之不良分子，曾经整理

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全体及咨询委员会首脑多人一致决议，予以根除。日前全体技术工作人员之分别准备，大会亦均已一致签

章通过，此举并非少数人之意见。目的在于扫除积病，普遍援掖良善之业务人员，使本会事业走上繁荣，以谋取全体从业人

员生活问题之解决，藉使本会事业有复员之机会，是亦邦人君子之所乐予实现者现。”（《大公报（天津版）》1946年10月7

日，第3版）

［3］子冈：《记北平国剧界》，《大公报（上海版）》1946年7月13日，第2版。

［4］关于国剧整理委员会的相关史料，参见下列文献：《国剧整委会昨开成立会》，《光华日报》1946年5月19日，第2

版；《平市社会局昨召集国剧整委会议，因整理两月并无结果》，《世界日报》1946年7月15日，第2版；《国剧整委会将局

部改组，日内发表新名单》，《纪事报》1946年8月8日，第2版。

［5］《影剧圈内两椿大事：国剧整委会的纠纷，西洋影片增价问题》，《民强报》1946年10月14日，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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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一空，盖陈文绮能售满堂红票也”［1］，“允

文允武，尤为可贵”［2］。抗日战争胜利后，陈

文绮被国剧整委会拒绝登记，引起了焦菊隐的强

烈不满。焦菊隐此文一出，在之后的报载中，

有人发文“勿以私见为重：寄语国剧公会有识

者”［3］，声援陈文绮，可见国剧整委会的行为

确有不妥之处。

焦菊隐认为，提高伶人地位要从社会层面转

换观念、改革剧制、发展教育入手，而不是靠入

选所谓国剧整理委员会，这从长远来说对伶人

的发展根本没有什么好处。焦菊隐对于艺术教育

事业一向颇为关注，曾先后发表《今日之中国戏

剧》《艺术教育管窥》《旧时的科班》《桂剧演

员之幼年教育》等一系列文章探讨这一问题。对

于如何培养新型的戏剧人才、开展专业的戏剧教

育和呼唤戏剧界改革，焦菊隐付出了大半生心

血，有着自己独特的看法。

焦菊隐屡次为普通艺人鼓与呼，一方面是

出于他对戏剧事业的关注，另一方面，也与他

曾在中华戏曲专科学校担任校长，深深理解艺

人的生活甘苦有关，因而他对演艺界保持了一

种理解之同情。在中华戏曲专科学校担任校长

期间，他废除了旧剧界一贯的拜“祖师爷”制

度，更进一步废除了“饮场”“检场”“捧角

儿”等多项陈规陋习，学校所有的机构建制和

组织建构都按照正规学校规划。尤为可贵的是

坚持做到招生时男女兼收，跳出了旧式戏班教

育的窠臼。

他遍请了当时的名角如王瑶卿、程砚秋、

文亮臣、鲍吉祥、高庆奎、曹心泉、沈三玉、

包丹廷等来担任戏校的专业教员，指导学生学

戏。除了重视培养戏剧表演外，还重视综合素

质的提升和道德品质的修养，使学生逐步成长

为综合性戏剧人才。他在任期间培养出“德、

和、金、玉”四届学生，成绩斐然的如傅德

威、宋德珠、李玉茹、李玉芝、白玉薇等日

后成为名角，中华戏校也因此声名鹊起。可以

说，焦菊隐真正地将科班单纯地让学生学“技

术”提升到了让学生享受“戏剧教育”的高

度。［4］此后到广西桂林、四川江安剧专、重

庆、西北师范学院和北京师范学院任教时，他

都坚持他的办学和施教理念，成为深受学生爱

戴和尊敬的教授。

他对于女伶命运的关注，为陈文绮打抱不平

的行为是站在维护戏剧界公平公正秩序的立场

上。相对于男伶，女伶的发展尤其处于弱势地

位，男伶的过去无人指摘，女伶的过去则往往成

为众矢之的。而在社会层面上，优娼隶卒一向为

社会所贱视，女伶以其他职业谋生更为困难，很

有可能再次走向堕落。因此他建议梨园界赏罚分

明，不看过往，不看角大角小，男女同等对待，

尤为重要的是提出严厉的规定监督、矫正伶人行

为，从根本上改变伶人的社会地位。他对于国剧

整委会的不合理行为不仅提出质问，而且提供改

进的建设性意见，是真正为戏剧界着想的有识之

士。焦菊隐对国剧整理委员会的这种态度，体现

了他对于戏曲事业的关心和对于戏曲演员的理解

之同情，也可看出他对男伶与女伶的平等相视的

态度。敢于质问、仗义执言、爱才惜才是焦先生

一生心性的写照。

焦菊隐平日向来以严肃示人，接触过他的人

常常怀着敬畏之心。音乐家陈原在《忆焦菊隐》

［1］《陈文绮被藏金屋》，《民强报》1947年7月14

日，第4版。

［2］A：《陈文绮主持坤伶大会》，《民强报》1946

年8月16日，第3版。

［ 3 ］ 周 郎 ： 《 勿 以 私 见 为 重 ， 寄 语 国 剧 公 会 有 识

者》，《民强报》1946年9月23日，第3版。

［4］胡铭帅：《中华戏曲专科学校研究》，硕士学位

论文，中国戏曲学院，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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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说，“每排完一段戏，我们都被这位导演严

格的要求弄得精疲力竭，只好坐在一旁，闲聊一

会。这导演却不放过任何机会，人家休息，他还

不肯休息，他走过来走过去，给这个人一点建

议，给那个人说句什么”［1］。但从这篇佚文可

以看出，在焦菊隐貌似严苛的表象背后，同时饱

含着对演艺人员个体命运的同情与关切。在他看

似冷酷的外表下，隐藏着一颗时时处处为戏剧工

作者着想的炽热的心。

除了关于国剧整理委员会的佚文，半个月

后，焦菊隐还在《世界日报》上发表了关于音乐

大众化运动的相关论述，这表现了他对艺术的大

众化、民族化与世界化问题的思考，对我们理解

他的话剧民族化探索有重要帮助，现整理原文

如下。

二、展开中国音乐大众化运动

中国新音乐运动，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此

一运动，以抗战期间最为蓬勃活跃，成就也最

大。我们有两个口号，也就是两个目的：一要音

乐中国化，反对以西洋歌曲，囫囵吞枣一般介绍

到中国来，使音乐成为人民最不熟悉而只能由少

数人欣赏的艺术；二要使音乐大众化，要大多数

人民都有音乐的生活。这样一来，便不得不先从

整理创制民众歌曲入手。然而，民间的音乐，应

如何研究，如何整理，如何根据西洋乐理使之复

杂化，又如何由慢慢学习民间的音乐进而对人民

施以音乐欣赏的训练，都是些实际的问题，需要

很具体很深入地加以分析，绝不是随便说一两句

空话所能做得到的。

我一向主张：整理并改进中国音乐，须从

人民所最熟知的歌曲入手，人民最熟知的歌

曲，只有各地方小调和地方戏剧的曲子。我

们不能因为这些东西太简单，便否认它，说它

不是音乐。我们必须从这种音乐着手，将来的

中国音乐才有根据。比如聂耳的《义勇军进行

曲》，不但唱遍全国，渗透每一个国民的心

灵，而且传到海外，被选为世界名曲。这是什

么缘故呢？因为这支歌的调子和情感，都是中

国老百姓的，作者深深学习了老百姓的东西，

把老百姓的情感和表现方法，从他的创作里再

现出来，所以才能广大地被人民接收。这是我

这话的最好的一个例证。

至于戏剧音乐，更应当加以整理，去其单

调、定型化、简陋，和毫无表情功用的地方，加

入更多经过改造的昆曲，各地方戏曲，各地方小

调，完成和声及伴奏，使每出戏的音乐都有它独

特的表现力量。只要歌曲的情调是中国化的，情

感是中国人的，内容是老百姓所能接收的，便算

是成功。至于乐器，也非选择（注意：要选择）

几种西乐器来用不可。旧有的乐器，无论音量与

音色，全不适于今天的大剧场了。不要守旧，不

要以为旧有的全是中国固有的乐器，胡琴月琴，

原非国产，而小提琴和卡拉瑞奈特，谁也说不出

是什么国籍。既然以往所采用的外国乐器，大大

显出缺点，不能再适于中国音乐的演奏，为什么

不另外采用更适宜的工具呢？既然同是外国的乐

器，为什么不放手以往简陋的外国乐器，而采用

又复杂又进步的外国乐器呢？反对换用现代外国

乐器的人，其好笑正如有清末年拼死不肯剪掉那

根猪尾巴的士大夫啊！

关于以上各种问题，我们欢迎公开研究，贡

献明珠这小小的园地，用以展开热烈的讨论。

（原载《世界日报》1946年9月14日第2版）

新音乐运动通常是指20世纪30年代兴起的，

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左翼音乐运动，以及抗日战

［1］陈原：《人和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

店，2006，第186-1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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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解放战争时期的革命音乐运动。［1］其性质

和任务是“作为争取大众解放的武器，表现，反

映大众的生活，思想，情感的一种手段，更担负

起唤醒，教育，组织大众底使命。”［2］新音乐

运动是民族解放运动的一环，是推动民族解放的

武器之一。抗日战争后期及胜利以后，新音乐运

动降至低潮，充满情色的沉醉的靡靡之音出现。

在这种情况下，关心音乐界的有识之士继续呼吁

新音乐运动。

焦菊隐提纲挈领地抓住音乐中国化（即民族

化）和大众化的关系问题开展讨论。民族化和大

众化是新音乐运动齐头并进的两个目标，民族

化是大众化的基础，大众化是民族形式的一个条

件，一个要求［3］。因此他建议先从整理创制民

众歌曲入手，他举出新音乐运动引领者聂耳的例

子说明整理和改造民间音乐应从最广为流传的曲

目开始，这样的音乐能够反映现实，彰显内在的

民族感情和生活气息，从而获得最广大群众的

喜爱。

继而针对他所熟悉的戏剧音乐进行深入阐

发。对于戏剧音乐的关注，焦菊隐曾发表《两

个建议——敬献给戏剧音乐界的同志》，建议

不要仅仅描写敌人军兵的残暴，还要遗弃一切

悲哀的情调，［4］这说明他已意识到戏剧音乐对

于抗战宣传的重要性，不同的艺术表现形式同

样是有力的文化宣传工具。在《桂剧之整理与

改进》中，他指出中国的戏剧音乐富于沉郁和

耽逸的情感，在改造桂剧音乐时，首先要把表

现雄壮的、英勇的、乐观的和向上的调子加进

去。［5］传统戏曲与戏剧音乐并非是截然对立

的，可以取戏曲之精华作为戏剧音乐的补充。

在本文中他提出改造戏剧音乐的具体做法：整

理并添加传统戏曲的元素到戏剧音乐中，这样

既能够保留民族内容和情感完成音乐的民族

化，又使戏剧音乐具有独特的表现力量，吸引

群众的支持，实现音乐的大众化。

大众化、民族化与世界化的问题，同样贯穿

在中国话剧艺术的始终。考察话剧在中国的发生

过程可以发现，话剧并非全然是西方的舶来品，

其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吸收戏曲的精华加以补充。

焦菊隐曾多次表示，“不能说话剧这种形式不是

民族的形式，也不能说，它的演出风格不是民族

风格。同时，戏曲形式自然也不是唯一的民族形

式。但它究竟是民族形式。所以话剧适当地、有

机地吸收一些戏曲手法，使某些戏的演出，在形

式和风格上的民族色彩更显得浓厚些，却是很值

得摸索试验的”［6］。对话剧民族化的探索始终

贯穿在他的艺术生命中。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他对于话剧民族化的

实践中也涉及戏剧音乐的有关方面。在排演

《虎符》时，他运用戏曲的锣鼓经来安排演员

表演的节奏，是吸取戏曲精神兼带形式的一

次试验；在《茶馆》中，焦菊隐运用了戏曲中

“亮相”的程式和其他表现手法，使形式和内

容达到水乳交融的地步；在《武则天》导演杂

记中，焦菊隐反思说“我还需要学习川剧和潮

［1］臧一冰：《中国音乐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第258页。

［2］吕骥：《中国新音乐的展望》，载《新音乐运动论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第17页。原文载

《光明》一卷五期，1936年7月出版于上海。

［3］联抗：《几种民族形式》，载《新音乐运动论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第195页。

［4］焦菊隐：《两个建议——敬献给戏剧音乐界的同志》，《扫荡报》1939年3月4日。

［5］焦菊隐：《桂剧之整理与改进》，《建设研究》1940年第5期。

［6］焦菊隐：《略论话剧的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载《焦菊隐文集》第3卷，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第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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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戏的帮腔，很想在《武则天》里试用一下具

有帮腔作用的音响效果，比如，在婉儿和母亲

争论的时候，听见禁苑的群鸟和鸣；在武则天

和李贤起着剧烈冲突的时候，天空缭绕着宁静

和平的鸽哨声。”［1］可见他对于戏剧音乐的关

注和话剧民族化的思考与实践是一以贯之、不

可割裂的。

1942年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

的讲话》为文艺工作指明了方向，《讲话》发

表以后，其在“为群众”和“如何为群众”问

题上的诸多主张，对新音乐运动产生了重要影

响。《讲话》指出，文艺工作的对象是最广大

的人民大众，是工农兵及其干部，而大众化就

是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

感情打成一片。［2］1948年，“新音乐运动”的

主要领导者吕骥编辑了一部《新音乐运动论文

集》，收录左翼文艺工作者相关文章共54篇，

较全面地反映了新音乐运动的立场与主张。这

54篇理论文章也有多篇谈到《讲话》对新音乐

运动发展的影响。“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给我们

的启示是：新文艺运动的主要对象必须是工农

兵”［3］，“直到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四二年《在

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后，大家才明确

地认识到要首先改造自己的感情，然后才能创

造出真正群众的歌声”［4］。

焦菊隐在这篇文章中提及首先要学习老百

姓的调子和情感，然后在创作中再现出来，

老百姓即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的指称，这与

“讲话”精神是契合的。《讲话》还明确普及

与提高的关系问题，要从工农兵群众的基础上

去普及和提高。作曲家潘丰在论及音乐大众

化时说，“我们要提高大众音乐，而是普及

地提高，适应大众的需要而提高，要从实践

中去找工作的经验和创作方法，这样才会有 

进步。”［5］也能从中看到《讲话》对于音乐大

众化运动的影响。

具体到表现方式上，演奏戏剧音乐也可以

换用先进的外国乐器，音乐中国化不等于排斥

一切西方音乐，要摒弃一味排他的落后意识，

应用更适宜大剧场演奏的外国乐器。焦菊隐早

年间即主张中国旧剧采用西洋乐器，“乐器是

不分国籍的，只要音乐本身所表现的情绪是中

华民族的思想与感情，就不论用什么乐器奏出

都可”［6］。联想到话剧方面，焦菊隐在话剧艺

术的实践上也广泛借鉴苏联经验，学习聂米洛

维奇·丹钦科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并将之

改造以适应中国的环境，使中国话剧扎根在中

国现实的土壤上。

1946年秋，焦菊隐离开西北师范学院（兰

州）赴上海，然后回到北平，任北京师范大学

教授，兼西语系主任［7］。1952年正式辞去师

大的兼职，调到北京人艺任第一副院长、总导

演，自此开始了专业的戏剧工作。这两篇文章

的写作时间恰值焦菊隐回到北平安家任教初

［1］焦菊隐：《〈武则天〉导演杂记》，载《焦菊隐文集》第3卷，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第211页。

［2］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载《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847页。

［3］麦新：《是改变工作作风的时候了》，载《新音乐运动论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第159页。

原载《民族音乐》五六期合刊，1942年9月出版于延安。

［4］吕骥：《近十五年来的新音乐》，载《新音乐运动论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第187页。

［5］潘丰：《我们还是要走上音乐大众化的路，音乐的路》，《文化新闻》1944年11月11日，第3版。

［6］焦菊隐：《桂剧之整理与改进》，《建设研究》1940年第5期。

［7］焦菊隐：《焦菊隐文集（第10卷）》，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第4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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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这是他生活逐渐得到改善的时期，精神饱

满且思想活跃。焦菊隐与《世界日报》关系密

切，在该报上发表了多篇作品。除1946年9月焦

菊隐在《世界日报》登载的这两篇文章外，旧

文《我们向旧剧界学些什么》（初发于1939年

11月21日桂林《扫荡报》）也于9月4至6日连载

三天。1946年10月至1947年1月，他翻译的《第

六号病房》（原著为契诃夫《第六病室》）在

明珠副刊连载了85期。

这两篇佚文虽未直言戏曲和话剧的导、表

演问题，但处处可见焦菊隐对于戏曲现代化、

话剧民族化问题的关注，从中能够感受到焦

菊隐对于戏曲和民间音乐保持着尊敬和借鉴

的态度，愿意鼓励发展艺术人才和改革戏剧的

信心、决心。焦菊隐为打通中国戏曲和西洋话

剧两脉，做出了富有开创意义的实践工作，而

［1］肖复兴：《我们缺少了焦菊隐》，《中国文化报》2015年12月18日。

这些工作的基础建立在他对于中国戏曲的精深

了解与深厚热爱上。他把从戏曲中学到的宝贵

经验运用到话剧导演中，产生了出神入化的效

果。借用肖复兴评价他的话作结：“没有一位

话剧导演能够像焦先生一样，对中国戏曲艺

术，有这样深入肌理、富于真知灼见和功力不

凡的研究，并有意识地将中国戏曲的营养，渗

透且滋润于他的话剧导演艺术之中。”［1］

在他的心中一直燃烧着对于艺术的不灭

的火。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文艺

副刊文献的整理、研究及数据库建设”（20＆

ZD285）的阶段性成果。

［王尧  南开大学文学院］


